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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时期以来浙江鸦片流播问题初探 

赵 华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 杭州  310037) 

【摘 要】清朝道光统治时期,沿海省份浙江成为遭受鸦片侵害的重灾区之一。台州、温州种植罂粟、售卖鸦片,

嘉兴、杭州、宁波等地鸦片走私入境。吸食与贩卖行为是造成鸦片毒害蔓延的重要因素。外国鸦片商,闽、粤等地

的商贩,本省烟贩和鸦片吸食者,盗匪游民等均是鸦片利益的“收获者”,成为官方处理鸦片问题的巨大障碍。 

【关键词】道光时期；浙江；鸦片；种植；流播 

【中图分类号】K 249.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 6285(2010)09- 0116- 04  

鸦片流播有两个重要环节,即鸦片的贩卖与吸食,也就是说,鸦片要通过贩卖和吸食作为中介才能真正流播开来,这个流播包

括了鸦片的地理位移和鸦片的生理消费。吸食人群的状况是鸦片流播的终极状况,只有吸食人群的存在才能形成鸦片流播的整个

链条。就晚清时期浙江情况而言,上述两个条件的具备,使得鸦片流播成为一个困扰民众生活的社会问题。 

一、本地种植与鸦片流播 

道光十九年(1839),宁波所属宁海县已有 230 余亩的罂粟花苗
[1]34

,原因与鸦片的高额利润有关,所谓不良之人开始种植罂粟

花,取浆成膏。 1840年,“宁海县查出栽种人犯四名,仅获陈一辞一名,尚有妙阿狗等三名未获”
[2]38

。 

浙江出产的鸦片中较出名的是“台浆”,这是台州地区出产鸦片的特点。台州府所属各县,几乎都有鸦片种植,早在鸦片战争

前就已经出现这种状况。台州府属诸县“地广而土性碱,不宜五谷,惟每年所植罂粟,出浆不下数十万石。”
[3]184 

19世纪 80年代时,

台州府地面的罂粟种植面积已占 80— 90%。当时的《益闻录》曾刊文指出:“浙东台郡,田家春熟,概种罂粟,豆麦则十居一二,

每五月后,罂粟收获,始下谷苗”
[3]161-162

。台州种植罂粟有其特殊的原因,“从前地方官因台民抗粮者多,种罂粟者完粮较易,遂之

不禁”
[2]39

。台州百姓通过种植罂粟获得的利润数倍于稼穑,当地人用罂粟子榨油,用罂粟叶为田地加肥,制作鸦片出卖,竟然成为

有名的“台浆”。 

与之毗邻的温州地区也受其影响,有种植罂粟的现象。史料所载,“温州五属县,所产鸦片,以瑞安为最,永嘉、平阳、乐清次

之,泰顺又次之。通计每年出浆,约值银十余万元。”
[3]162

“玉环厅之台山、永嘉县之廊下、花坦、岩头、岭头、楠溪,乐清县之芙

容,平阳县之南港、赤溪、金乡各等处”
[2]39

,其西边的处州府(今丽水)也逐渐遭到鸦片的侵害。 

瑞安、永嘉、平阳、乐清和泰顺的鸦片产量不仅提供了本地吸食者的用量,还远销福建,同时,也将这种鸦片毒害扩展到更大

的范围去。光绪年间中后期,“温州出产的鸦片大量销往福建,并在跨地区的贸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3]1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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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畅销的后果中,温州许多茶农弃茶种罂粟是一个特殊的后果。茶农成为烟农,是鸦片流播源头上的重大问题,也可以说,

罂粟种植不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温州及其邻近地区人们的生活内容和习惯,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经济作物生态规律,其

后果是严重而巨大的,但是当时人们未必对此有更深刻的认识。鸦片流播蔓延愈广,成为一个顽疾。 

台州、温州这两个地区或者可以看作鸦片在浙江本地泛滥的源头。从道光十九年(1839)清廷颁布的禁烟章程,以及道光十九、

二十、二十一年的官员奏折来看,均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令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政府非常震惊。当年的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在奏

折中表示,为应对此类事件,准备制定相当严密的、就当时情况而言所能想到的整改措施,也包括对地方官员的要求。 

绍兴府的山区部分也有罂粟种植现象,从农业发展角度对当地也有极大的影响。从前特产的嫩竹细枝,是各类纸张等特产出

产的基础,但由于改种罂粟,竟然影响到“纸张生产大减”。 1900 年前后,全省罂粟种植面积达 473，700 亩
[3]184

。 19 世纪末,浙

江、江苏、福建、山西、陕西、甘肃、黑龙江等七个省份,成为了与云贵川三个种植罂粟最早的省份相当的地位,是全国罂粟种

植最盛的地方
[3]182

。 

二、外国商船的鸦片走私 

外国鸦片走私入境有两种,一种是直接进入,一种是经过中国鸦片贩由外省转卖浙江。鸦片进入浙江,以宁波、舟山、温州、

台州等地为主。早在鸦片进入广东的时候,鸦片走私现象就已经出现在宁波地区。乐承耀先生在《宁波近代史纲》中指出,英国

人“通过贿赂和武装贩运,勾结一些出卖民族利益的奸民,也把毒品投到宁波市场。把宁波、舟山作为贩卖鸦片的场所。”
[1]33

 

宁波、舟山面临东海,具有许多天然港湾,最易船只隐蔽。这种天然良港的位置在近百年中吸引了当时海上强国的目光。 1792

年 9 月 8 日,英国大臣丹达斯在给出访清廷的马戛尔尼的训令中就指出:“孟加拉鸦片的销售就必须放在一个公开的市场上去试

试看,或者在东海分散、迂回而间接的交易中贩卖出去。”
[4]225

这还是在鸦片走私到中国之前,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东部沿海对于英

国人的重要性。马戛尔尼所受的这个训令实际上是之前英国人尝试输出鸦片失败行为的翻版。在 17、18 世纪之交,宁波、镇海

和舟山海域已经频频出现英国烟贩的鸦片走私船。“1701 年(康熙四十年),英人凯切普尔就运鸦片 100 箱(每箱 100 斤)来定海,

打算来宁波贸易,但没有得逞。”
[1]33

根据《宁波港史》的记载,1757 年以后,距离后来的鸦片大规模走私还有约 100 年的时候,宁

波出现的鸦片,已经“绝大部分来自停泊在广州洋面上的英国船”
[2]43

。 

就浙江而言,晚清时期的鸦片流播早在清中期就已经初具规模,只是当时人们对此的认识都非常模糊。正因为整个清廷对鸦

片流播现象的不精确性认识,很快,鸦片越来越多地进入浙江。 

1819 年,宁波镇海县查获 2 名烟犯,以及 193 两烟土
[1]33

。 1839 年前,包括定海在内的宁波地区,“每年的鸦片输入量大约占

全国的十分之一”
[1]33

。乐承耀先生的估计是,1831到 1840年间,由宁波走私入境的鸦片“约二万三四千箱”
[1]33

,鸦片贸易额超过

了正当的商品贸易额。就宁波城的景象来看,鸦片使当地社会生活出现这样的现象,“城内鸦片馆极其奢华,馆内伺客人者多十余

岁女子,衣服首饰色色都佳”
[1]34

。 

鸦片战后的《南京条约》中,宁波开辟为通商口岸。尽管鸦片并未是条约允许的合法贸易货物,但实际上,英国开来的走私船

在镇海河口地方抛锚、卸货,商人再将鸦片转运各地,鸦片在贸易过程中被流播各地消费。英国驻宁波领事是鸦片流播的重要中

介环节,他们“给鸦片贩子在宁波贩卖烟土提供了各种方便,鸦片贩子则支持领事的活动经费。宁波英国领事的收入,一度完全由

定海宝顺洋行鸦片趸船所供给。”
[1]73

原在旗昌洋行工作的美国驻宁波副领事吴利国,在宁波公开贩卖鸦片时,其所雇用的商船“挂

起美国的国旗,使他(洋)行里的鸦片船不到海关上去申报进口”
[1]73

。定海的鸦片输入也是宁波地区的一大重点。 1845年输入鸦

片约为 3650—4400箱,价值 200多万两白银,几乎占全国鸦片输入的 1/10,相当于宁波与宁海进出口总额的 10倍。 

杭州是外国鸦片进入浙江的另一个重要关口。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1897— 1900),报经杭州关进口的外国货中,鸦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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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量占百分之三十左右。鸦片走私还从浙江周边省份入境。据《上海禁毒史》的研究,“经过中外几代鸦片贩子的精心运作,

由上海通往周边各地的黑色鸦片销售通道也已打通。„ „其三是利用收购丝茶的渠道,将鸦片贩运至江、浙、皖、赣等中国最

负盛名的丝茶产地。”
[5]27

收购丝茶的正常商品流通途径,也被扩大了本身的作用,鸦片流播可谓无孔不入。 

三、省内鸦片的流播蔓延 

从杭州、宁波、台州、温州等地鸦片入境情况来看,鸦片在本省范围内的流播主要在北、东、南三面。 

东部,“鸦片进口,吸食者日众,使宁波人民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1]216

。前述定海、舟山、镇海等地作为宁波的辖区,发生众

多鸦片入境事件,宁波可以看作一个鸦片集散地。 

光绪二十三年(1897)杭州开埠,鸦片进入浙江的中介转向杭州,后来,鸦片入关的地点迁移到嘉兴。嘉兴地区也遭受了 19 世

纪以来严重的鸦片危机。 1897年,当地成立戒烟会的事实说明,嘉兴遭受的鸦片毒害,已经造成并不轻松的社会压力。 

金华、温州、台州、丽水等地水运较多,烟毒借此流播城乡
[6]
。温州在嘉道之际开始出现花会和鸦片的传入。学者胡珠生指

出,民间吸食鸦片在道光初年以后,“但开始成为社会问题则始于道光十三年(1833)”
[7]16

。瑞安的一个例子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

解鸦片在温州的流行程度和负面影响:薛浚淮父因为鸦片烟案费银近万,母所遗田六百亩已失大半,临终遗戒浚淮,慎勿蹈此覆

辙。” 

温州社会秩序正是在花会和鸦片盛行的情况下,开始受到严重的毒害。而这种毒害兼具的影响力超出地区范围,向丽水扩散。

丽水地区的松阳县也出现了鸦片,“是由温州经丽水传入”
[8]68

。鸦片烟馆在松阳县城及该县各地都有,目的就是满足吸食鸦片者

的需要。当地人称吸食者是“吃红丸”、“吃白粉”。传入松阳的鸦片产自温州种植的罂粟。温州人看“经营鸦片有巨额利润”,

因此引种种植,熬制土烟,又以较便宜的价格卖到松阳各烟馆,前往购买者并不少,这也是鸦片流播的重要因素。 

杭州海关是鸦片在浙江本地流播的又一重要地点。光绪二十三年,鸦片首次经杭州关进口,当年进口量为 979.6 担,值银

543,800 关平两。光绪二十五年,杭嘉湖道台对进口鸦片发给津贴,每箱三两八钱,促使烟商将原由宁波海关进口的鸦片改报杭州

进口。是年,鸦片进口比上年增加约一倍,为 1962.7 担,杭州成为继宁波之后浙江鸦片重大转运、经销市场。光绪三十二年禁烟

起,鸦片进口和销售受到抑制。宣统二年,官发鸦片津贴取消,并减发吸烟执照,关闭烟馆,焚烧烟具,当年鸦片进口由上年的 1034

担减至 363.9 担。民国元年杭城颁布禁烟告示,违令者重罚,或家产充公或长期监禁或处以极刑,同时于城内设官立“戒烟局”,

掌管全城禁烟之事。至此,鸦片进口停止。报经杭州关进口的各种鸦片,主要由所属嘉兴分关承运,并在分关完清税厘后,再运入

杭州及其它各地销售。据记载,清光绪三十年,由嘉兴分关进口的全部鸦片,“有二十分之十九分运来杭州销售”。鸦片的主要品

种有白皮土、公班土和喇庄土。波斯土很少,光绪三十年进口 37担。在“洋药”进口的同时,“土药”(国产鸦片)也有大量入口,

主要品种有四川土、江苏土、云南土等
[9]
。 

可以看出,清末,鸦片很快由宁波转移到杭州入境,实际由嘉兴处理此项业务。这时的鸦片流入已经成为一项日常工作,地方

政府、海关官员按例办事。改由杭州入口的鸦片,竟然与杭嘉湖道对进口鸦片发放津贴有关,禁烟已经与清中后期的法令成为两

种概念。 

嘉兴代表杭州取代了宁波的地位,成为鸦片入口转至浙江各地的集散中心。与此同时,国产鸦片烟土也与进口洋烟取得了同

样的销售渠道地位,四川、江苏、云南等地的鸦片大量进入。“自清光绪二十三年首次进口至宣统三年(1897 一 1911 年),报经杭

州关进口的各种鸦片(不包括土药和“波斯土”)计 22,182.19担。其中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为最盛时期,每年报经杭关进口

的鸦片数量 2000担以上。光绪三十年为最高年份,达 2492担,值银 1,814,932关平两,约占当年杭州关外国货进口值的 35%;关税

约占 3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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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鸦片吸食与烟膏店铺 

吸食鸦片造成的人体生理消费结果最简单的说法是上瘾,因为上瘾而造成的持续危害才是最重要和最难根治的。 19 世纪末

期的浙江,深受自身吸食鸦片之害的人不在少数,其中一位谈到了这种糟糕感觉,“仆奔走四方,每当酒后茶余,鸦片一道,素所性

好。始则详间、解闷,偶一为之,继而渐渐入其彀中,以致俾昼作夜,精神不顿。频年来,大受其累,有刻不能离之势。”
[1]216

从此人

的自述来看,鸦片危害已经十分清楚了,吸食鸦片造成的“精神不顿”会直接导致体力和劳动能力的丧失。时人还有如下描述鸦

片吸食危害的状况,“烟之若瘴,烟毒若蛇。枪新枪老,杀人如麻。”
[1]216

有识之士在报纸上撰文批评这种恶习,认为鸦片比洪水猛

兽危害尤烈,鸦片种植更是“伤农害稼”的行为。 

鸦片之害是有吸食者才成灾的,清朝嘉庆、道光之后才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6]
。鸦片消费在浙江各地的情况显示,鸦片贩卖与

吸食等情况交织在一起。道光十九年(1839)年初的时候,据当时的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的报告,在杭嘉湖衢等地均有烟犯及烟土烟

膏的拿获信息,详见下表
[2]31

:   

 

由上表来看,鸦片泛滥已经到了一个难以复加的地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鸦片输入激增,烟毒泛滥,吸毒的人口日益增多。

烟馆到处都是,吸食遍及社会各个阶层。”
[1]215

宁波的鸦片消费现象亦十分严重。“洋烟(药)源源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运到宁波,成

为市场上充斥于各处的商品、流行的通货。”
[1]215

《马关条约》签订后,从宁波进口的鸦片虽有减少,但仍居进口洋货的第一位。 1897

年,“宁波进口的 8类主要商品中,鸦片进口仍占一定比重。具体是鸦片 28.5%,棉制品 26.3%,金属 11.9%,糖类 13%,毛麻织物 1.6%”
[1]215

。 

鸦片通过烟馆,以及“外人居留地当局和清政府地方官员的放纵”,在宁波的江北岸、灵桥门、崔衙街、东渡路等地都有烟

膏店开设。这些场所“买卖鸦片,公开售毒”,成为鸦片消费行为的重要中介。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禁烟令下,宁波始关

闭烟店烟摊,悔过登记的鸦片吸食者有 2万多名。由此可见,19世纪末的宁波这个县级规模的地方,鸦片吸食人群已经呈现相当规

模。 

宁波的主要鸦片消费中介,如“王礼记、白玉楼、茂昌栈、甬又新、两宜春等店铺”
[1]215

,都是当时规模较大的烟店。他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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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消费提供了广告作为招揽生意的重要方式,销售鸦片成为一种正常的买卖。烟店王礼记的广告称其:“开设有四十余年,独办

大小洋药。老陈庄亲身督制煎就”,“力道香味比众不同,面向设立招牌刻明。如有浆膏次土才(掺)和,霹雳不烧。”
[1]215

这则广告

提供的不仅是鸦片消费在彼时如日中天的景象,而且告诉我们从最晚 1850年起,这家店铺就已经开始提供鸦片消费的服务了。此

外,虽然其称鸦片为“大小洋药”,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意思而已,其所提供的鸦片当属纯度较高的品种,不只是有所谓

的能人“老陈庄”亲自监督制作,而且绝对不掺假。所谓的经营烟膏店也是绝对正宗的意味。综合来看,这是一家较早开办,为上

层社会提供精致鸦片消费的场所。 

这只是宁波一家烟膏店的状况。《德商甬报》还登录了另一家烟膏铺白玉楼的广告。白玉楼“专办大小洋药,而其味香透众,

比众不同”。同样,茂昌栈也对其专事洋药烟膏店批发的业务推上了报纸的广告专栏,“专门佳制烟膏,气味甚香,力性甚足”
[1]215

。

据不完全统计,宁波在当时就设有洋烟店 10多家。大做广告是这些烟膏店铺招揽生意的得意之笔,还有“许多商店为此假冒伪劣

洋烟”。 

普通乡民受此行为习染后也加入这种所谓“享受”中,结果走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不在少数。富家子弟也有将殷实家底全

部耗光者,最终因为吸食鸦片,不仅造成人力资源的丧失,更有社会风气的衰败。台州府属黄岩县,“鸦片„ „其初售价至贵,富

家后生始为作俑,后乃乡闾之间无不渐染。„ „大家累世积储之业,化为乌有者不可胜数,而士风颓靡,细民失业,多由于此。”(光

绪黄岩县志·风土·总论〈卷三十一〉) 

综观晚清时期浙江鸦片问题及其状态,大致分为两种状态或两个阶段:一是鸦片走私猖獗之时地方官员出谋划策,随处堵漏,

力禁外洋鸦片之侵入与内地罂粟种植;二是烟禁状态的实际疏漏,沿海地区在成为烟毒入境的重要通道,到光绪统治末期,杭州取

代宁波,成为浙江首屈一指的鸦片进入地点,而其他曾经是鸦片入境的地区继续发挥着接纳毒害的作用。普通民众的参与既指围

绕鸦片贩卖图利之人,也有倾家荡产消费吸食的人群。这些状况是晚清浙江烟毒侵害的真实写照,也是当时社会生态的颓败情形,

颇值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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